
本來，「訴苦」是私領域中的一種個體行為，與公共領域應該沒有交集。但

在土地改革時期，「訴苦」卻悄然溜進公共政治領域，成為一種政治話語。從私

域到公域，從個體行為到群體行為，從個人語言到階級語言，「訴苦」的內涵產

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至此，「訴苦」多了一層政治內涵：「訴說自己被階級敵人

迫害、剝削的歷史，因而激起別人的階級仇恨，同時也堅定了自己的階級立

場，就叫『訴苦』。」1「訴苦」在土改中作為一種階級話語進入公共政治領域並成

為一種政治動員模式，對中共順利開展土改運動並取得成功具有重要意義，同

時，「訴苦」對農民的政治參與也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2。

土改運動的順利開展，得益於「訴苦」這種政治話語的運用，然而「訴苦」運

動的成功，卻得益於各種政治動員技術手段的展開。這些政治技術手段的運用

不僅增強了「訴苦」的效果，而且建立並加強了農民對中共農村社會主義政治秩

序的認同和歸屬。

許多學者對中共在「訴苦」運動中運用的政治動員技術手段多有研究3，而

本文旨在把各種政治動員技術手段分為如下六類，即政治鼓動、物質激勵、組

織動員、思想重塑、文藝感染和劇場煽動，分別加以研究。

一　政治鼓動的技術手段

「訴苦」運動剛開展時，中國農村的土地佔有狀況和剝削狀況並沒有像中共

宣傳的那樣嚴重4。因此，地主、富農與貧農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嚴重激化；反

而，在大多數地方，地主與農民之間的關係融洽。當時，「『周扒皮』式的東家並

不多，大多僱主對僱工態度較好，關係和睦，有一技之長者尤其受到尊重。僱

工伙食與僱主家人基本相同，甚至還要好些。」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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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訴苦」運動乃至整個土改運動，都存在3極大的政治障礙。有鑒於

此，中共開展「訴苦」運動的第一個步驟即為政治鼓動，以掃除政治障礙：

其一是「製造」階級，塑造階級意識。

開展「訴苦」運動，必須要有運動依靠的力量與反對的對象。所以在農村「製

造」階級是重中之重。由此，中共在農村中劃分了五個階級：地主、富農、中

農、貧農和僱農。劃分的根據如下：（1）地主：佔有土地，自己不勞動，或只有

附帶的勞動，靠剝削農民為生的人；（2）富農：一般佔有土地，自己參加勞動，

但也會僱用幫手、借貸，以及也會把一部分土地租給貧窮的農民；（3）中農：許

多都佔有土地，其生活來源全靠自己勞動，一般不剝削他人；（4）貧農：擁有很

少的土地或者農具，有的需要出賣自己的部分土地甚至租入他人的土地以謀

生；（5）僱農：完全沒有自己的土地，依靠出賣勞動力或者借貸為生6。

為了在農民中塑造階級意識，中共在農村中開展了階級教育，「就是告訴農

民，人是有階級的，人可以分為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有田有地、生活富足

的人是剝削階級，他們是靠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而發達起來的；沒田沒地、生

活貧苦的人是被剝削階級，他們是因為被人剝削而困苦的。」7中共使農民逐漸

意識到：農村中存在3地主乃至富農階級和貧僱農階級的階級分化，而且這一

階級分化是他們受苦受累的根源，只有消滅農民的敵對階級——地主或富農，

農民才能翻身當家做主。

有了兩個截然對立的階級，就會產生階級對立意識。在河北十里店，「農會

主席王喜堂在孩子們的琅琅讀書聲中首先講話。『我們大家都要有階級觀點，』王

喜堂說道，『我們都是階級弟兄，天下窮人是一家。』」8無疑，這是對階級劃分

所收到的良好效果的最佳詮釋。貧僱農階級從無到有，從自在到自覺，農村中形

成了一支「訴苦」運動的主力軍。地主階級從無到有，農村中形成了需要對其實行

專政的階級。階級意識從無到有，「訴苦」運動的主力軍形成了強烈的復仇心態。

其二是製造「訴苦」需要的意識形態。

海伍德（Andrew Heywood）曾指出，「意識形態是一種行動導向（action-

orientated）的信念體系，一套以某種方式指導或激勵政治行動的相互聯繫的思想

觀念。」9「訴苦」運動需要其意識形態的指導或激勵。為了使之勝利，必須發動

意識形態的強大機器，使中共的理論、原則和價值取代或至少挑戰農民原有的

傳統思想觀念。

中共製造的「訴苦」意識形態，主要是以反面素材為中心。〈中國共產黨中央

委員會關於公布中國土地法大綱的決議〉宣稱，「中國的土地制度極不合理。就

一般情況來說，佔鄉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富農，佔有約70-80%的土地，殘酷

地剝削農民。而佔鄉村人口90%以上的僱農、貧農、中農以及其他人民，卻總共

只有約20-30%的土地，終年勞動，不得溫飽。這種嚴重情況，是我們民族被侵

略、被壓迫、窮困及落後的根源，是我們國家民主化、工業化、獨立、統一及

其富強的基本障礙。」bk強烈鮮明的對比，折射出農民困苦的根源。實現農民翻

身和國家富強的障礙，只是一個再微小不過的問題——中國的土地制度。構造

出來的「現實」使農民產生了對舊社會無以言狀的恨意，再加之「不僅在牆壁上、

門板上寫標語口號，寫當時的方針政策，寫地主的剝削壓迫等」，還召開各種不

同的會議進行廣泛的宣傳bl，中共直接對農民進行了意識形態的灌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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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百年中國與世界 「訴苦」的緣由找到了根，而且毛澤東說：「農民則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如

果不幫助農民推翻封建地主階級，就不能組成中國革命的強大的隊伍而推翻帝

國主義。」bm這種灌輸3重突出農民的力量，是對農民力量做出正面肯定的意識

形態話語。

正反兩方面的素材製造的意識形態，使「訴苦」運動有了完整的意識形態的

指導和激勵。

二　物質激勵的技術手段

然而，僅靠政治宣傳只能使農民對於「訴苦」運動處於一種被動參與的狀

態。如果沒有一定的物質激勵，就不會促使「訴苦」運動向縱深層次進一步發

展。張鳴指出，「光訴苦情開大會而不給物質上的實惠依然不足以動員起人們參

加鬥爭，所以，必須滿足邊緣群體的需求，成為土改運動的一條基本原則，比

起這條原則來，其他的政策（包括不能侵犯中農利益的政策原則）要顯得蒼白得

多。」bn因此，「物質刺激是促使農民打消顧慮、參加運動的一件有力武器，其

基本做法就是『誰鬥誰分』，即以在群眾運動中的表現作為分配鬥爭果實的基本

依據」bo。正如韓丁（William Hinton）所指出，「積極參加大會，大膽傾訴苦水的

人都分到了東西。那些沒有說話的人，得到的就少些，或者甚麼也沒得到。」bp

這樣就把人趨利避害的本性調動了起來。物質經濟利益與政治參與直接掛

a，一時間使農村中原本存在的倫理道德秩序被砸碎，貧僱農與地主富農之間

僅存的、溫情的，但是並不牢固的「感恩戴德的倫理鏈條」被摧毀。更甚者，這

種「誰鬥誰分」、「訴多多分，訴少少分」的物質激勵手段，使「共產黨對土地的再

分配不是以整個家庭為單位而是按人口來進行的，並不考慮長幼和性別。因

此，共產黨從基礎上把農村體制打破了，使得地產與親屬關係之間的聯繫蕩然

無存。由於摧毀了或至少是極大地消弱了親屬關係的經濟基礎，共產黨不僅使

階級之間的對抗情緒有力地釋放出來，也使不同年齡組與不同性別組之間的對

抗展現出來。而只是當他們3手這樣做時，農民反抗地主、佃戶反抗收租人，

受害者反抗土豪劣紳的鬥爭才日趨激勵和公開化。最後的結局是年輕人反對老

年人。到這時，一切苦難都浮現出來了」bq。

這種物質激勵技術手段的施行，使農村財產，尤其是土地財產從地主富農轉

移到「訴苦積極份子」的手中。它使「訴苦」運動空前激化，因為它不僅大大激勵了

農民參與「訴苦」運動的熱情，而且使之為了保護其既得利益（分配的土地和其他形

式的財產），不得不繼續甚或是積極參與「訴苦」大會與加入鬥爭地主的行列之中。

三　組織動員的技術手段

正如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所言：「進行土地改革，不必動員農民，

但土地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把農民組織起來。土地改革只有在能夠使他們有效

的組織制度化時才有效。」br「訴苦」運動也概莫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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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中國的農民與地主、富農（即士紳）的關係，二者之間力量懸殊，就如費

孝通曾經指出的：「就農民方面而言，社會組織僅僅停留在鬆散的鄰里組織上。

在傳統結構下，農民生活在小細胞即家庭¬，而細胞之間沒有強大的紐帶。」

「除了士紳主持的組織發揮作用的地方（例如建設和維護水利工程）外，農業生產

是由個人，基本上是家庭來經營的。⋯⋯除非在士紳的主持下組織起來，否則

中國農民往往處於相互競爭的分散狀態。」bs無組織的、分散的農民，尤其是貧

農、僱農對地主即士紳的「訴苦」運動，無異於蚍蜉撼大樹。

由此可知，組織的存在有其必要性。組織可以克服個體分散帶來的力量不

集中的缺陷，並通過廣泛的資源調動，實現個體無法實現的目標。「對於任何階

級來說，一旦當它在社會上公開提出某種明確的要求，並渴望實現與本階級經

濟地位相一致的一整套理想目標，它就需要建立組織。不論這種要求是經濟上

的還是政治上的，組織看來是形成集體意志的唯一途徑。」bt

在「訴苦」運動中，中共採取了「組織（工作隊、工作團）—組織（貧農團、農

會）—個體（貧農、地主）」的技術模式，「即由上級派遣工作隊（團）深入到村莊，

繞開根據地原有基層組織，『打破舊圈子』，逕自『訪窮』，聯絡村中最貧苦的貧

僱農，或者就地啟發動員他們的『階級覺悟』，或者有組織地將他們送去培訓，

造就新的運動積極份子，從而形成了『工作隊（團）—貧農團』式的運動核心。」ck

在工作隊的組織下成立並受其指導的貧農團，直接與個體接觸從而開展「訴苦」

運動的工作。

（一）工作隊（團）

中國的農民騷動「出現了第一個明顯的悖論：無論地租多麼沉重，高利貸的

後果多麼惹人注目，它們卻很少激起激情的反抗和騷動，就是激起了，也不如

土地稅所激起的那麼頻繁，而土地稅相對來說較輕，儘管在增加」cl。這就是說，

中國農民的反抗運動是零散的、缺乏主動性與組織性的自發行為。在缺乏有效

組織的領導下，中國人恐怕是人類歷史上最少革命但最多叛亂的民族。

在「訴苦」運動中，中共深知沒有一個專門的組織進行指導與動員，農民根

本不能自行組織起來並自覺對地主階級進行鬥爭。所以，中共首先向農村下派

工作隊。當時參與土改指導工作的陳伯達總結出了十一個步驟，其中第二至四

步就涉及工作隊的狀況。在調查研究並確定綱領之後，「第二步，派工作團（隊）

下農村；第三步，下鄉的工作團要將已定之鬥爭口號公開宣傳（演講、打銅鑼、

寫標語）；第四步，分頭串聯，找『真正』的貧僱農談話做工作。」cm

根據韓丁的記載cn：

參加工作隊的人幾乎來自國內各個社會階級，其中也包括地主階級。地主

作為一個階級雖然是主要的鬥爭對象，但是統一戰線卻經常吸收那些被稱

為「開明紳士」的人參加。因此作為個人，甚至地主，或者說得更精確些是

地主的子女，也可以參加革命，然後參加工作隊。土改工作隊這種複雜的

成份，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巧合，而是政策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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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百年中國與世界 策的產物。中國共產黨認為，革命就是許多階級和階層反對帝國主義和封

建主義的廣泛的運動，即使在最基層也要實現這種聯合。

工作隊的工作流程如下：在進入農村之初，工作隊首先是訪貧問苦，發掘

農村中的典型「貧僱農」；然後，把這些積極的貧僱農份子組織起來形成「貧僱

農小組」；再在「貧僱農小組」的基礎上增加小組成員，逐步壯大使之形成貧農

團。

（二）貧農團

貧農團在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工作隊的「執行機構」而產生、發展和消亡的。

關於貧農團的成立、組成成員、工作流程、性質及其如何消亡等情況，許多學

者已經做過專門的論述co，在此不再贅述。

（三）農會

農會也是中共在農村開展土改和「訴苦」運動時的重要組織。農會是在貧農

團的基礎上吸收中農的產物，「在工作隊集中力量調整黨群關係的時候，群眾正

在擴大貧農團並由它來組織新的農會」，「不光是貧農團委員會，現在整個貧農

團的成員都被動員起來籌備組織農會」，「農會是包括貧農和中農在內的所有勞

動農民的組織」cp。

農會比貧農團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十里店，「有些貧僱農低估了農會的重

要性。正如一位老僱農在反對提名王喜堂進入委員會時說：『我們還不如讓村長

擔任更為重要的職務』。」cq

農會也比貧農團具有更廣泛的權力。農會「要比舊農會更有效地為貧農的利

益服務，貧僱農將成為它的支柱」，「一般農會會員，將對村¬的事務有更多的

發言權」cr，而且農會可以召開會議通過一系列的決議並得到執行。

農會在產生幹部的方式上採取了選舉的方式，「在我們的新農會¬，我們不

要任何『透氣筒』，我們不要二流子、追女人的人、不勞而獲的人，⋯⋯在過去

各片的會議上，已經把所有的候選人討論過了，現在，可以直接選舉了。」cs

總之，組織動員技術手段的運用，使中共和農民，尤其是貧僱農在對地主

的鬥爭中最節省精力，付出最小化，因為組織是弱者對抗強者的武器。

四　思想重塑的技術手段

海伍德說：「公民的政治態度、政治思想以及價值觀決定公民的政治行

為。」ct個體的行為是由態度、思想以及價值觀引發的，態度、思想以及價值觀

支配了個體的行為。只有改變個體的態度、思想以及價值觀，才能達到影響或

工作隊、貧農團和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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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個體的行為模式的目的。所以，土改也必須從影響或改變農民的政治態

度、政治思想和價值觀入手。

在「訴苦」與土改運動前期，農民中普遍存在3「人生有命，富貴在天」，「地

主的土地是『祖輩傳統』，動地主的土地是喪『良心』」dk等思想。在農民看來，「土

地越多越好，人人都希望獲得土地，而且盡可能地多置田產。等到土地多得自

己經營不過來了，就把它租出去，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得到土地被看做是德

行端正的好報應。」dl所以，中共要動員群眾參加土改和「訴苦」運動，必須運用

強大的思想重塑技術手段破除農民的「糊塗思想」，重塑「新思想」。

首先是開展了「誰養活誰」的教育。「馬克思主義的勞動價值和剩餘價值學

說，在土改運動中通俗地變成了『誰養活誰』的道理，從地¬不耕種鋤耪就不打

莊稼的常理，告訴農民只有下地勞動才能換來財富。」dm通俗化的理論有力地促

使農民腦海中固有觀念的變更。

其次是開展「翻身教育」。「是甚麼樣需要可以對各個群體各階層產生吸引

力，並保持吸引呢？黨長期的農村革命鬥爭經驗表明，農民最廣泛的需要是翻

身。」dn「翻身教育」分為兩個層次：經濟上和政治上的。「土改工作隊首先通過

大會、小會，反覆向農民說明：以前貧僱農受窮受苦，根源就在於沒有自己的

土地，長期受地主的欺壓和奴役；土改就是要通過分田分地使貧僱農真正成為

土地的主人；有了土地，貧僱農將會在經濟上翻身，過上豐衣足食的日子。」do

同時，建立貧農團、農會，不僅在組織上保證農民經濟上翻身的成果，而且使

農民在政治上翻身，成為農村真正的主人。

第三是算苦賬，主要是針對地主對農民經濟上的剝削，讓群眾實實在在地

感覺到地主的壓迫和剝削。它的形式多種多樣，例如「窮賬」與「富賬」、「經濟賬」

與「政治賬」、「勞動賬」與「剝削賬」dp等等。不僅「在黨支部的領導下」，「幾個人

組成了算賬小組」，「他們在前寺大廟¬先算了貧僱農的剝削賬。⋯⋯接3又算

了地主、富農的剝削賬。每一戶地主、富農祖孫三代剝削窮人的賬，全都抖了

出來」dq，而且還要「大會算，小會算，家庭算，會員算，從訴苦中算賬，從算

賬中訴苦，算苦中賬，訴賬中苦，求得真正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dr。

第四是挖苦根，即運用一切方法把罪惡都加到地主頭上，使農民認識到使

他們窮苦潦倒的罪惡根源在於地主，從而改變農民對農村傳統文化的信守ds。

五　文藝感染的技術手段

通俗易懂的文學作品會起到良好的宣傳效果，在情感上感染農民的心態，增

強他們對地主的恨，對中共的愛。土改和「訴苦」運動前後工作隊發行了大量的書

籍和宣傳品，據統計僅平江一縣「土改開始前共計發行土改書籍11種計134,444冊，

土改宣傳品14種計170,960份」dt。至於比較著名的文學作品，如《太陽照在桑乾

河上》、《暴風驟雨》等，後來也變得家喻戶曉。

編撰並教唱流暢而具有感染力的歌曲和順口溜，也成為土改和「訴苦」運動

時期的重要技術手段，激發農民對舊社會和地主階級的恨，對新社會及其領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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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百年中國與世界 者（即共產黨）的愛。一些順口溜，如「蓋樓工，住破房，穿爛戴破織布娘。大街

凍死揹煤漢，種糧食的餓肚腸」ek，描述了勞苦大眾的窮苦生活。還有一些是揭

露地主的罪惡的，如「彭家面善口甜，做事心如刀劍。壓迫剝削窮人，抓兵迫害

掐田」el。

中共為了順利開展土改和「訴苦」運動，還特地編撰了許多歌劇和說唱文

學，下派文藝工作隊進行宣傳並且派教員到文工團學習，以歌劇這種文藝節目

的形式來感染農民的內心世界，使其進一步認同土改和「訴苦」運動。這種文學

藝術感染技術手段的運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如平江縣「群眾反映說：『文工團

早來了，工作隊要省許多事』，『講給我們聽，不如做給我們看』。教聯宣傳隊同

樣受歡迎，演『訴苦』一劇時，引起窮苦農民的共鳴，很多農民在流淚，紛紛

上台訴苦。最後一場《訴苦》在浯口演出，農民一致要求改為公審當地惡霸喻

照岩，農民上台將他的衣服脫下來澆冷水，若不是工作隊人員阻止，他會被

憤怒的農民活活打死」em。這些歌劇中有名的，包括《白毛女》、《小二黑結婚》、

《血海深仇》等。

六　劇場煽動的技術手段

中共充分利用劇場效應，以煽動農民的仇恨之心，激發農民的積極性，甚

至引發了農民「訴苦」和批鬥地主的熱烈場面。中共在「訴苦」大會之前的準備工

作詳盡備至，對「訴苦」大會進程的控制滴水不漏。中共主導下的「訴苦」大會，

本身就是一部戲劇，從選「演員」、「排練」到「演出」，一個環節都不疏忽，甚至

有些地方的「訴苦」大會還進行預演。

「訴苦」的對象是地主，地主人選的好壞直接關係到「訴苦」大會的成功與

否。入選「訴苦」大會的「反面演員」，一定是在群眾中口碑極壞的人物。在「訴苦」

鬥爭之前，即其準備階段，中共一般的做法是首先把作為「訴苦」對象的地主抹

黑。一些流傳的歌謠、通俗的順口溜，就起到了抹黑的作用en。把地主抹黑之

後，才有把地主送上「訴苦」大會的可能性。而且在「訴苦」中被鬥爭的對象也要

經過一番「化妝」：「被鬥爭對象被戴高帽、掛牌子甚至像牛友蘭一樣被穿上鼻子

拉3遊街，遭受種種人格侮辱都是不可避免的。」eo經過一番「化妝」的「訴苦」對

象，便是「訴苦」大會的導火索，群眾的怒火一經點燃，便會引起爆炸性的行

動：「吊人很普遍，甚至還有甚麼凍、燙、烙、拖的現象，成了一種『風氣』、

『規矩』，『有鬥必打』，不打總覺鬥爭沒勁。」ep

在「訴苦」大會這幕戲劇中，苦主是最重要的角色，所以中共對苦主的選擇

也是煞費苦心。貧農成了最受青睞的對象，當然這些貧農都有一個共同的特

徵：受苦很深。中共的做法是：「在訴苦之前必須先動員、布置好積極份子，讓

他們在訴苦會上帶頭訴苦，『否則總是沉默3，如有積極份子打了第一炮，大苦

小苦就接3訴出來了』。」「在訴苦之前需要教苦主怎樣去訴，幫他『總結出幾點

令人最憤恨的罪惡，使群眾聽到後能引起高度的仇恨而參加鬥爭』。」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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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對婦女苦主和老人苦主的選擇也是相當重視的。婦女的一個優勢是能

哭而且善於哭；老人在農村中威望高，具有說服力。「各種訴苦會議，老頭兒訴

苦最起勁，婦女最容易哭，有了婦女哭才能哭成一團。」er由於這種技術手段的

運用，中共的「訴苦」大會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訴苦」大會這幕戲劇的演出也少不了戲劇會場的布置和安排，縝密布置

的會場能使「訴苦」大會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從便於組織的角度出發，『會場

的布置和準備，應有適當的地址、警戒等，對群眾的排列，有組織的在一起，

無組織的在一起，婦女在一起，兒童在一起，有計劃的將區積極份子插在內

¬。』」es而且大會的會場一定要嚴肅，給參與者形塑一種肅穆正式的儀式化

效應。

在中共煞費苦心的安排下，「訴苦」大會這場戲不成功也難。

七　結語

在土改中，中國共產黨通過對以上六種政治動員技術手段的運用，使「訴

苦」運動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中共逐漸在傳統統治者不能深入的農村扎了根，為

農村社會主義政治秩序的建立積累了一桶金。

然而，這些政治動員技術手段只有在特定的時期、社會以及政治背景下才

能取得特定的效果。由於時代的限制和社會的制約，這些政治動員技術手段

不可能始終具有正當性，它們的運用也並非時刻有效。所以，在新時代下，新

的具有時代特徵與道德正當性的政治動員手段的創建，日漸提上了中共的政治

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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